
回忆抗战时期云衢中学的革命活动

□欧素英

我们的母校——云衢中学，创始于 1809 年，至今已经有 180 多年的历史，校址在中山

四区南朗大岭头村前，当时叫云衢书院，后于 1905 年废科举，办学堂，改为云衢高等小学。

在四大两都热心人士的资助下置有固定校产 170 多亩，收租办学，培育学子，是一所历代人

才辈出的名校。

1942 年，我在安定村小学读完初小四年级，转入云衢小学读高小，两年后，和插班生

李俊驹、方若愚、李文彬、陈润聪、程慕贞等，在云衢小学毕业。时逢日军侵华，抗战烽火

燃遍祖国大地，南朗榄边一带学子，无法升上中学。后得热心人士支持，1944 年把云衢小

学改为云衢中学，校址迁往南朗亨美村程氏大宗祠，我和以上同学一起，及时地升上云衢中

学。3 年后，成为云衢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在毕业的聚餐会上，我们含着依依不舍的泪

水，唱起了《友谊万岁》这首歌，老师最后说了一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全班

20 多位同学，从此升学的升学，出国的出国，各奔前程了。

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可喜的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在国内工作的，都分别成为

国家机关处局级干部或事业企业中的骨干分子。有的在美国开餐馆，或当上了工程师。在香

港创业有成的李俊驹、方若愚和著名会计师太平绅士李文彬同学，3 位都先后光荣地被选为

中山市的名誉市民。我们爱国、爱乡、爱校的精神，是从小受老师教育培养起来的，是与当

时的抗战环境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云衢中学当时的革命活动，曾使

日伪汉奸震惊和愤怒，日本驻军头目吼叫：“云衢中学是赤化中学，上至校长，下至杂差，

通通杀头”。

一、日军暴行，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

我在安定小学读书时，中山县已成立抗日宣传队、校护队，学校程志坚老师和方群英同

志，在南朗圩头点着汽油挂在树上，手拿着摇铃集会，宣传抗日道理，我是基本听众之一。

程志坚正义的、激昂的演说，启发教育了我们去卖花筹款，支援抗日。不久，日机轰炸安定

小学，幸得老师及早带我们去山上树林躲避，才幸免于难。从此，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就

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复仇的种子。

中山成立了抗日义勇大队后，日军和伪军恨之入骨，在南朗一带设关卡，检查过路人，

同时“扫荡”山区的游击队，实行“三光政策”。在白色恐怖下，抗日游击队更需要地下情

报。程志坚老师托人叫我去田边村小学见面，教我把字条包在手帕的一角，遇到敌人搜身时，

把字条咬下吞到肚里去，我顺利地送到涌口村黄英同志处。以后程老师通知我到左步村欧初

同志已婚的妹妹家，给我填了一份表，从此，我成了平原交通员。她叫我把信送到李屋边村，

参加来自附近村庄小学老师（游击队派出）10 多人的集会。当时，天色已晚，我没衣服换，

张卿同志借件衣裳给我，穿起来拖地，崖口来的女同志说：“小鬼！给你一条草绳，束在腰

上就行啦！”会上发言很热烈，轮到我时不知说什么好，我按程老师常说的两句话：“救国至

上！抗日至上！”大家给我掌声，表示鼓励。以后，每当我接受了交通任务，赤着双脚、戴

上草帽，独自走在陌生的田野间、村道上，心里都会涌上一股勇气：“我是中国人，不做亡

国奴，我是抗日一份子，死了也甘心”。

1944 年 4 月 4 日，有位女游击队员带我入山区探望哥哥，走到流星队时已天黑，住了

一晚，第二天爬山涉水，到大部队所在地，见到树林中操练的哥哥时，他叫我快回家。当时

我看到清溪水畔，女同志边洗衣边唱歌，有的双手捧着山花，我如入画境，激动地说：“哥

哥！我也参加游击队，我不回家了”。当他把我带来的挎包、鸡蛋、年糕收下后，转了转回

来说：“大队长说你年纪小，留在平原掩护同志也是革命呀！”回家不久，部队派一位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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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郑英，住在我家，我对父母说：“她是我的同学，因家穷停学，年纪大，南路来的插班生”。

（编者注：欧素英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则称，郑英是她的老师。）

二、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

云衢中学的所在地——南朗，是岐关东路的咽喉，五桂山区的出入口，每逢二、五、八

圩期，是石岐小贩和当地农民买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也是日军伪兵的重点驻守地。

作为当地最高学府的云衢中学，是教育学生、宣传抗日的一个重点。游击队派来的周宇

老师，年轻机灵，态度和蔼，学生和校工都暗地里保护他的安全。周老师上课时，黑板上写

满化学方程式，以此掩护他上政治课。当守在门口的校工吹响口哨，我们知道日本宪兵或特

务来了，马上收起笔记，把化学课本摆上台面。站在窗口的敌人，探进头来看见是在上“化

学课”，再到各班巡视一番，毫无收获，只得耷拉着脑袋离开。校工又吹响了长口哨，我们

知道敌人走了，周老师继续讲什么叫享乐人生观、宿命论人生观、革命人生观。此后，班里

组织了读书会，我借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后来又看了《当前形势和我们

的任务》《论持久战》等。为了收藏方便，这些进步书籍都分装成小册子，交给校工放在厨

房作废了的烟管里，敌人不易搜获。那时候班里有 6 位男女同学与周老师一起在校食宿，师

生间、同学间互通情报，互相掩护。我们从事的革命活动，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

三、练习歌曲，参加祝捷大会

抗日游击队经常打胜仗，从日伪、汉奸、土豪劣绅手上缴获很多胜利品，有轻重机枪、

子弹和衣物等，此时就举行大会。有次在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秘密地摸黑步行到合水口里

去参加慰问演出。会场上坐满了持枪的游击战士和群众，四周点着煤油大汽灯，主席台上挂

起“祝捷大会”的横幅，歌声此起彼伏。过一会儿首长来了，我看见了大队长欧初、滨海区

区长吴孑仁，还有我的启蒙老师程志坚。在学生的心目中，欧初是大家敬仰的抗日英雄，平

时不容易见到的，现在见到了心情特别激动。首长讲话和鼓励立功的同志后，演出开始，都

是短小精干的节目。我们因日间上课，晚上有时候到附近村庄宣传，没有时间排剧，只是上

台唱了平日练熟的《喀秋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兄妹开荒》等几首歌曲。祝捷大

会尽情欢乐的场面，把我们从白区带来的忧郁心情一扫而光。回去时，部队派人护送，将到

西村口时，我们散开，两三人一组，赤着脚，踮起脚尖走路，避免引起狗吠，引起敌人注意。

当大家小心翼翼安全返抵学校时，走廊里吹来一阵阵夜来香，把我们那种紧张、恐惧的情绪

吹得烟消云散了。我不敢半夜回家，睡在女同学温惠霜的宿舍里。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

每当我闻到夜来香味，都会想起那些既兴奋、自豪又紧张、恐怖的夜晚。

四、秘密联络点定在我家

中山抗日游击队，经常袭击日伪汉奸，受到人民拥护，队伍不断扩大，在经济上需要各

方面支持。我父亲欧仁普原是爱国华侨，当年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在加拿大参加了孙中山创

办的中华革命同盟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革命。他从加拿大回来之后，继承父业经商，被选

为南朗商会负责人之一。经过大家商议，由每间店铺按月捐款支持抗日，他们主张把这些捐

款集中放置父亲经营的浩隆五金店，由游击队派人按时来取。父亲说，欧初是我叔侄，儿子

欧章又参加了游击队，我家目标太大，怕坏人告密不好办，商会同仁表示设法保护我家安全。

父亲为了抗日，不顾全家六口人的生命危险，决然答应下来。从此，部队每月派大班胜（泮

沙村人）手撮藤篮，扮成顾客，和我父亲聊几句，喝杯茶后，走进店尾房间，父亲从楼下来

给他点数。此时我和母亲，分别到店前店后探看，没有可疑的人叫他从铺尾走，经新田地、

西村返回部队。可能由于我父亲人缘好，在那恶劣的环境下未出过事。

可是有一次，把他吓坏了。起因是日、伪通过收税的密探，蓄意盘查从五桂山区出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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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农副产品的客家人，从中找出为部队采购伙食的人员。于是，部队派李郁军等几位同志趁

圩期出来，惩办密探。郁军是我舅母的侄儿，和我哥哥一起参加游击队，他到我铺饮了几杯

茶后，看准日军巡逻队换班时间，突然从铺尾箭步跑去新田地转至圩尾，正好看到那密探在

客家人摊前收税，他上前一手抓住其衫领，拖到闸门外，拿出匕首说：“你对人民犯下了罪

行，中山抗日游击队派我来执行你的死刑”。话音刚落，那密探即血流满地地倒下去了。此

时，鸡飞狗走，日军闻讯冲来，子弹乱飞，李郁军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安全归队。父亲看到

郁军在我店刚走，就发生此事，怕坏人告密，全家抄斩，惶惶不安。我安慰他说：“清除败

类，大快人心，没事的，放心吧！”其实我心里也很担心。

五、敌人疯狂反扑，我差点被捕

抗战期间，侨汇不通，几家五金店生意不景气，父亲与友人合股改为和丰杂货店，我家

搬往新田地另租屋住。此时伪区长何文中，已掌握南朗几间赚了钱的商店，企图绑架商人，

然后勒索巨款逐个赎回，发一笔国难财。怎料遇上日军的杀人王，于 1944 年农历七月二十

六日凌晨，几百名日军包围南朗圩，把从梦中惊醒的商人及店员押往西极山，黄昏时刺死刺

伤 30 多人，我铺的 3 位伙计，被刺死 1 名，重伤获救 2 名，店铺清货倒闭，赔偿抚恤金和

医药费。我家又搬回铺里住，父亲又遭第二次破产。

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节节胜利，中国大地曙光已露。此时，当地日军

欲向我云衢中学下毒手。为避免损失，学校关门，学生停课在家。我哥欧章因随部队攻打石

岐伪四十三师，脚部负伤，在家休养。

为了消灭反动派，珠江纵队派出武工队去麻子村攻打反动头子梁雄据点炮楼，整座炮楼

炸毁了，梁雄外出未被炸死。第二天，梁雄出动大班人马，由榄边一直搜索到南朗，声言要

活捉欧初的人。爸爸和弟弟跑去西村朋友家躲避，哥哥欧章因为脚伤走不动，只好扶着他到

铺尾水田中的草棚隐藏，我和妈妈则守在店中。不久伪中队副陈惠芳带着 30 多人，用重机

轻机架在店门口，气势汹汹，扬言非抓欧章不可，他们一伙搜遍楼上楼下，大瓦缸、水井都

找不到我哥哥。陈惠芳恼羞成怒，抓住我的右手，说我是南朗圩妇女会长，“云中”学生会

主席。妈妈急着说：“她是学生，从未离开过学校，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怎能当会长主席呢？

你们误会了！”但陈惠芳一定要我去大部队问话，30 多个伪兵围着我走。妈妈追着说：“你

们带她上石岐，我也跟去石岐。”结果走到大部队门口时，有人站在晒台上发问：“抓到什么

人？”陈惠芳答：“欧初的人，老八。”紧跟在后面的妈妈抬头一望，原来是伪中队长欧康（我

家左步村的邻居，奶名帝有）。妈妈质问道：“帝有叔，你们为何要抓亚云（我的奶名）。”欧

康马上跑下楼来，看到我们母女，即说：“误会了！误会了！”陈惠芳坚持说：“她是欧初的

人。”我妈高声反驳：“她是学生，全南朗圩的人都敢担保她。”欧康解围说：“伯母，没事了，

回家吧！”过后我问妈妈，欧康为何对我家这样“优待”？妈妈说：“他父亲吸鸦片，5 个儿

女，他母亲朝来我家借钱，晚来我家要米，要是不放你，我会当众叫他想想，他父亲死时谁

给钱买棺材的？”

六、坚持斗争，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地下党组织继续领导我们为推翻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

1949 年，我正在石岐读高中，地下党组织本来安排我去五桂山游击区接受训练，迎接

解放的，由于从南朗搬到茶东村的四区中学（前身为云衢中学）出了事而改变了。因该校体

育教师刘传敏，私自带领一群学生去他家乡春阳，暴露了学校地下团组织，家长哭哭啼啼，

要儿要女，反动乡长陈惠芳用机枪对着学校，吓唬师生，地下团组织涣散。此时负责四区地

下工作的谢秉才同志对我说：“四区中学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进步老师陈建中只是民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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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云中毕业的学生，熟识当地情况，组织决定派你回去负责四区团组织工作，又兼‘徐州’

（即翠亨纪念中学的代号）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榄边小学老师。”我服从革命工作需要，

藉着执教 3 个月的时间，恢复了四区中学地下团员的活动，联系了团员陈佩诗、黎明亮、阮

志远、李素霞、陈润梅、程连沛、程少奕等。因陈佩诗的妹妹是我的学生，我便以老师身份

去家访，晚上住在楼上，按上级发下来的内容，通宵达旦写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标语，黎明前

用绳把标语和浆糊从窗口吊下去，给黎明亮、阮志远、程连沛、程少奕等男团员骑单车去张

贴，上至土草朗，下至崖口一带。第二天，四邻八乡赶集的人们看到标语后纷纷说：“昨晚

游击队回来了！”“解放军进城了”。

此时，国民党节节败退，纷纷往澳门方向撤走，沿途各站都有一堆堆疲惫不堪的溃军。

一天黄昏，我接到情报要马上送往“徐州”，团员程少奕即用单车载我前往，刚到翠亨车站，

停在那里的溃军看到我们就开枪，我们只好扭转车头走，子弹在头上乱飞，我叫少奕走曲线

避开子弹，安全回到南朗。我对着喘气的少奕说：“我们也算是经过枪林弹雨的一夜了！”第

二天一早，纪中地下党派来南朗采购伙食的校工找到我，对上暗号，我把情报给他带回去。

其时纪中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是曾海波，解放后在石岐一起开会，他站在我后面，轻声叫着我

的代号“小央”，我回头一看，他笑着说：“每次送往纪中的情报，我都收到了，谢谢你！”

（选自《中山党史》199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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